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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4 年的非法“佔中”運動有兩點讓人印象尤其深刻，一是青年人的積極參與，二是新媒體在

運動的發起和維繫中所發揮的突出作用。事實上，隨着新媒體技術的迅速發展，香港青年通過新媒體

參與政治近年來已經成為常態。無論是在投票選舉等制度化政治參與中，還是在遊行、佔領等非制度

化政治參與中，新媒體的身影都隨處可見。除了作為獲取新聞和意見表達的平台，新媒體亦成為香港

青年政治參與過程中組織動員的重要工具，並表現出巨大的影響力。 
這種常態不僅正在解構香港傳統的政治生態，亦對香港特區政府施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戰。正如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017 年“七一”期間視察香港時所說，青少年是祖國的未來和希望，沒有青少年

健康成長，國家就沒有遠大發展。1 如何增加對新媒體環境下香港青年政治參與規律的認識和把握，

是當前香港社會面臨的一項重要課題。然而，目前相關的系統學術研究仍然不多，應該說相關研究已

經大大落後於實踐的發展。文章首先簡要梳理香港的新媒體環境及青年使用新媒體現狀，然後結合

21 世紀以來香港青年使用新媒體參與政治的典型公共事件，探討新媒體環境下香港青年政治參與的

形式、特徵與影響。 
需要說明的是，關於青年的定義，不同機構有不同界定，參考各項定義，本文所指青年的年齡範

圍是 15-34 周歲。對於何謂新媒體，學界也一直存在各種爭議。筆者無意對其概念界定追根究底，本

文所指的新媒體泛指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之後發展起來的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的媒體形態，包

括網絡媒體、手機媒體、社交媒體等。對於政治參與的概念，也並無一定之說，本文所說的政治參與

泛指任何有意影響公共事務或決策的行為。 
 
 

二、香港新媒體環境與青年的新媒體使用 
 
2017 年是香港回歸祖國 20 週年。這 20 年來的歷史亦是一部新媒體迅速發展的歷史。1997 年香

港回歸時，互聯網在香港剛剛起步。20 年後的今天，超過 8 成的香港市民使用互聯網，青年則幾乎

全部上網。香港青年平均每天要約花 3 個小時使用手機上網。2 不同於其父輩，更多只是把新媒體作

為工作生活的工具來使用新媒體；對青年一代來說，他們一出生即生長在新媒體環境中，是地道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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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星球“原住民”，新媒體已經內化為其生活的一部分。 
 
(一) 香港全面進入高度發達的網絡社會 
經過 20 年來的發展，香港已經全面進入高度發達的網絡社會。使用新媒體的香港市民與日俱增，

新媒體在香港輿論格局中的影響力不斷提升，特別是以 2008 年來智慧手機的問世和臉書(Facebook)
中文版的上綫為標誌，香港新媒體的發展迅速進入Web2.0 時代，社交媒體和網絡新聞媒體強勢崛起，

成為了影響輿論的重要一極。截至 2016 年 6 月，共有 575 萬人使用互聯網，佔香港總人口 80.2%。3 
與回歸之初的 2000 年相比，2017 年以互聯網作為主要新聞來源的人上升了 46%，而以報紙作為主要

新聞來源的人則下降了近 3 成。4 此外，更多的市民也開始通過新媒體收聽廣播、觀看電視。為了順

應這種潮流，2017 年香港電視行業的龍頭老大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正式終止收費電視業務，轉攻

互聯網電視。 
除了使用人群的劇增外，在對香港社會的影響力上，新媒體的重要性也已經開始比肩甚至超越傳

統媒體。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的一項調查資料，香港市民認為在提供信息和娛樂的重要性上，互聯網略

低於電視和報紙，但高於廣播不少。接近 6 成市民認為新媒體在提供信息和娛樂方面是“頗重要/非
常重要”的媒體。5 被稱為第五代香港人的“90 後”接觸新聞最重要的媒介依次為網站、Facebook、
電視、免費報紙、收費報紙和電台。此外，來自民間和官方的外部認可也凸顯出新媒體日益增長的影

響力。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自香港回歸便開始的“市民對傳媒公信力的評分”追蹤研

究，2016 年首次將網絡新聞媒體作為一個媒體大類。2016 年以來，香港立法會、政府新聞處相繼批

准網絡媒體到立法會、政府記者會採訪，只要是合法註冊團體，主要從事新聞行業及具原創報導，即

可獲發採訪證。 
 

(二) 香港青年的新媒體使用：全民化、移動化、社交化 
相關調查和資料顯示，香港青年的新媒體使用呈現出全民化、移動化、社交化的特徵。所謂全民

化，即香港青年幾乎人人都上網。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 2016 年的調查資料顯示，青年上網率達到 98%
左右。其中，15-24 歲的青年經常上網的比率是 98.5%，25-34 歲的青年經常上網的比率是 97.7%。6  

移動化主要是指香港青年對智慧手機的高度依賴。香港青年協會的一項調查顯示，近 9 成的香港

青年擁有智慧手機，每日平均花費 3.5 小時使用手機。超過 7 成的青年入睡前會使用手機，約 5 成青

年在吃飯或入廁時仍然使用手機。一半的青年認為外出不帶手機比不帶錢更缺乏安全感。7 
社交化主要是指在媒介消費偏好上，以Facebook為代表的社交媒體成為香港青年最常使用的媒

體。接近一半的香港青年以社交媒體作為獲取公共事務信息的最主要來源。8 香港青年使用手機時最

常用的功能中，社交網絡居第 2 位，僅次於即時通訊。9 研究發現，對於一些社會政治議題，社交媒

體成為繼年齡、教育、政治取向之外的第四大主要影響因素。10  
綜上所述，近年來香港青年的新媒體使用呈現出全民化、移動化、社交化的特徵。香港青年幾乎

人人上網，智慧手機和社交媒體全面融入其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移動社交成為香港青年最青睞的與

外界聯繫和溝通的方式之一，這也在相當程度上改變和豐富了香港青年政治參與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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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媒體環境下的香港青年政治參與形式 
 
回歸之前，在殖民統治下，香港青年缺乏政治參與的渠道，大多對政治冷感。回歸以後，港人真

正成為香港的主人，政治參與渠道不斷完善，激發了香港青年政治參與的訴求。新媒體的崛起則為這

種訴求的實現提供了全新的渠道和平台。 
尤其是隨着 Web2.0 時代的到來，這些新媒體星球的原住民越來越多地開始通過新媒體參與政

治。新媒體環境下香港青年政治參與的形式，概括起來主要包括網絡政治眾籌、網絡政治惡搞、網絡

政治群組和網絡政治動員等。網絡政治眾籌即通過網絡新媒體平台籌措政治參與經費，突出表現為一

些新冒起的青年候選人通過網絡新媒體平台籌措選舉經費。網絡政治惡搞即在網絡新媒體平台以惡搞

的方式回應嚴肅的社會與政治議題，是新媒體環境下香港青年政治表達的突出形式。網絡政治群組即

網民為了某種政治目的和訴求，通過網絡新媒體平台建立的網上群組，是新媒體環境下香港青年政治

結社的突出形式。網絡政治動員則是意在發起集體行動的更激進的政治動員形式，其促成的行動包括

網絡連署、綫下遊行等綫上綫下集體行動。 
 
(一) 網絡政治眾籌：新媒體環境下的投票選舉 
多項實證研究已經表明了包括社交媒體在內的新媒體對當下世界選舉政治的巨大影響。美國總統

特朗普在接受採訪時亦直言，如果沒有社交媒體，他可能就無法當選總統。新媒體對選舉政治的影響

力可見一斑。近年來，新媒體以其廣傳播、低成本優勢，已成為影響香港青年參選、投票、助選等制

度化政治參與的重要平台。網絡政治眾籌則是其突出表現形式。一方面，一些新冒起的候選人借助網

絡眾籌籌措選舉經費，擴大知名度；另一方面，以往更多作為被動的宣傳動員對象的廣大青年支持候

選人眾籌本身就是一種直接表達政治傾向、實現政治參與的過程。 
2016 年立法會選舉中，本土派獨立參選人朱凱迪以所在選區最高票當選第六屆立法會議員。然

而相對其他候選人來說，朱凱迪在報紙、電視等傳統媒體的曝光率不多，在市民中知名度有限，民調

顯示在選舉之初其支持率僅有 2.1%。他最後之所以能成功“逆襲”，高票當選，應該說與網絡政治

眾籌不無關係。其選舉經費絶大部分即是通過在其 Facebook 選舉專頁發起的眾籌計劃籌得。通過眾

籌計劃，朱凱迪獲得的不僅是捐款，更是知名度和情感連結。因為眾籌的可見性，網民可以輕易知曉

捐款的人數和金額，這本身就是一種擴大知名度的無形宣傳。同時，在眾籌過程中候選人與捐款網民

間的情感紐帶也更加鞏固。 
 
(二) 網絡政治惡搞：新媒體環境下的政治表達 
新媒體環境下，網絡政治惡搞成為不少佔有社會資源較少的香港青年回應現實生活和社會政治的

重要意見表達方式，並發展為一種典型的青年亞文化現象。所謂網絡政治惡搞主要是基於新媒體平台

將原有的經典或流行作品進行解構和顛覆，在看似娛樂好玩的同時以滑稽、批判和諷刺的方式表達對

嚴肅的現實生活和社會政治議題的切身感受和意願。 
近年來，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和購房置業問題成為困擾香港青年的主要問題，並被視作是一些香

港青年“走上街頭”的重要原因。事實上，除了“走上街頭”這種激進方式，更多香港青年通過網絡

惡搞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在這些問題上的不滿情緒。借助新媒體平台，這些惡搞歌曲、漫畫、視頻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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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變式傳播，成為煽動青年情緒、影響青年觀點的重要方式。以青年人為主要成員的窮飛龍就是一個

因在 Facebook 和 Youtube 等新媒體平台發表諷刺青年貧困問題的惡搞歌曲而迅速走紅的網絡惡搞改

編歌曲組織。其成名曲《窮飛龍》惡搞改編自流行歌手陳奕迅的《陀飛輪》，“霎眼廿七歲，仍在求

職三千蚊都殺”，“我的兩餐一宿不足，怎麼配佳偶”，“地價太高，呎價已逾萬，而蝸居怎去購”

等歌詞以戲謔的方式道出了香港青年現實生活中面臨的問題和不滿的情緒，引起相當數量的香港青年

共鳴。 
鑑於惡搞對香港青年的吸引力，作為一種回應，近年來一些網絡媒體也開始通過這種形式來吸引

青年。2015 年成立的網絡電視《毛記電視》就以惡搞無綫電視的節目為主要節目內容，吸引了不少

青年關注。 
 
(三) 網絡政治群組：新媒體環境下的政治結社 
網絡政治群組即以影響公共事務和決策為目的而建立的各類互聯網群組，是新媒體環境下香港青

年結社的新形式。Facebook群組是其中的典型代表。Facebook最新公佈的十年願景“幫助人們建設社

群，將世界聯繫更緊密”也凸顯了Facebook在這方面的功能。事實上，設立Facebook群組，已經成為

香港青年近年來發起議題討論和集體行動的標配。根據Facebook的統計，香港最受歡迎的Facebook群
組都是 25-34 歲的青年群組。11 

通過網絡政治群組，現實社會中缺乏組織連接、日趨原子化的青年個體得以再組織化。一方面，

有共同興趣和訴求的香港青年通過群組積極綫上交流意見；另一方面，則可能以此為依託發起各種綫

下的集體行動。近年來甚囂塵上的激進“港獨”的聲勢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借助於網絡政治群組形成

的。一方面，“港獨”畢竟不得人心，發起者難以在現實社會中有太多作為，只能通過在 Facebook
建立群組呼籲支持，其中常見的群組就有“香港人優先”、“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我是香

港人連綫”、“香港旗飄揚”、“香港獨立運動”、“香港獨立同盟”、“香港建國軍團”、“香港

民主共和國政府”、“反赤化、反殖民”等等。另一方面，個別激進“港獨”分子也通過網絡政治群

組發起綫下行動。2013 年年底擅闖解放軍駐港部隊總部的招顯聰和張漢賢就是“香港人優先”群組

的核心成員。 
 
(四) 網絡政治動員：新媒體環境下的集體動員 
網絡政治動員是指在一定的社會環境與政治局勢下，動員主體為實現特定的目的，利用互聯網的

技術平台在網絡虛擬空間有意圖地傳播針對性的信息，誘發意見傾向，獲得人們的支持和認同，號召

和鼓動網民在現實社會進行政治行動，從而擴大自身政治資源和政治行動能力的行為和過程。12 近
年來，網絡政治動員作為香港青年集體動員的新形式已經趨於常態化。不論是 2003 年“七一”大遊

行、2010 年“反高鐵”運動，還是 2012 年“反國教”、2014 年非法“佔中”、2016 年“旺角暴亂”，

網絡政治動員都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以 2016 年農曆新年夜發生的“旺角暴亂”為例，這場由個別本土激進分離組織的青年人為主策

動的暴亂事件導致 89 名執法警員和數名記者受傷。事後超過 40 人被控一項暴動罪，這些人中除兩人

年紀較長外，其餘都是 35 歲以下的青年人。因不滿香港特區政府食物環境衛生署對涉嫌非法經營的

街頭小販嚴格執法，暴亂發生前，社運人士劉小麗和本土民主前綫、學民思潮前發言人周庭等人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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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 Facebook 等社交媒體呼籲市民晚上前往旺角一帶“捍衛夜市或惠顧小販”。之後，一批所謂本

土派人士迅速到達現場，周庭等人不斷通過 Facebook 等社交媒體直播現場最新狀況，呼籲市民隨即

前往旺角支援，一些傳統媒體也開始跟進報導，其後大批人士集結到現場，數名本土激進青年趁亂衝

擊在現場的警員導致衝突升級，最終釀成暴亂。  
這一過程事實上也呈現出了香港青年網絡政治動員通常的鏈條。即首先在新媒體平台上發佈信息

或設立議事群組，重在傳播信息、誘發意見，爭取社會關注；然後迅速出動，不斷通過網絡直播的方

式把現場的情況再次傳遞到網絡上，重在煽動情緒、擴大影響力，維繫運動進行；最後，通過傳統媒

體和新媒體的議程互動，引起全社會和政府部門的關注。當然，整個過程不是完全綫性的，在每一個

環節中都可能存在交叉進行的情況。 
 
 

四、新媒體環境下的香港青年政治參與的特徵 
 
隨着參與形式的多樣化，新媒體環境下的香港青年政治參與也呈現出一些新的特徵，主要表現

在：第一，主體的平等性，參與者處於一個扁平化的組織中，雖身處同一行動，但又相互保持距離，

互不代表對方；第二，目標的複雜性，主體的平等性和廣泛性決定了目標的多元性與複雜性，同一行

動的參與者目標可能大不相同；第三，過程的互動性，參與者既是主體也是客體，既是信息的消費者，

也是信息的生產者；第四，表達的情緒性，注重和強調情緒的連結而非理性的論述，把人們連結在一

起的往往是共同的情感體驗。 
 
(一) 主體的平等性 ：離群共處式的參與架構 
扁平化、去中心化是互聯網組織架構的基本特點。作為新媒體原住民的香港青年亦處於出崇尚個

性、抗拒領袖的階段。這二者共同形塑了新媒體環境下的香港青年政治參與主體的平等性，即每一個

參與者都是平等的主體，有參與者但往往沒有組織和領袖。即使有所謂“領袖”，對參與者也並無多

少約束力，有學者稱之為“離群共處”的政治參與架構。13  
以網絡政治群組和網絡政治動員動員為例，參與者並不需要一定加入某個嚴密的組織，只要認同

相關的議題或行動，就可以以個人的身份參加進來，參與過程中亦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隨時退出。相

應地，作為議題和行動的發起者與組織者的所謂“領袖”對參與者亦缺乏約束力。事實上，即使是參

加同一群組或運動，也並不意味着參與者認同組織者。如 2014 年非法“佔中”後期，學聯院校成員

相繼出現反對學聯的呼聲，批評學聯在非法“佔中”期間決策失誤，之後更衍生出香港大學、香港城

市大學、香港理工大學、浸會大學相繼退出學聯的行動，最終導致學聯名存實亡。 
總體而言，傳統的青年政治參與往往具有較強的科層制特徵，需要依靠領袖的魅力和嚴密的組

織。新媒體環境下的香港青年政治參與主體之間更加平等，組織和領袖的角色有所減弱。 
 
(二) 目標的複雜性：多元主體參與下的目標衝突 
參與主體的平等性和廣泛性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參與目標的複雜性和多元性，這是新媒體環境下

香港青年政治參與的另一突出特徵。就投票選舉而言，一般認為青年是反對派和本土派的主要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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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近年來青年的投票率有所上升，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都支持反對派和本土派的立場和政見。除了一

部分激進青年外，不少青年投票給反對派和本土派很大的原因是因為對權威反感，認為體制內需要反

對的聲音。就網絡政治群組而言，雖然群組建立意在吸引志同道合的人，但因為缺乏實質上的領袖，

在具體議題乃至群組建立的目標上，成員之間亦時常發生衝突，這也造成不少成員主動或被動退出群

組。支持“港獨”的“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群組就曾因成員意見不合，先是發言人及數名核心

成員離開，之後發起人也退出了群組。就網絡政治動員來說，不同被動員對象參與的動機和目的更是

不一而足，個體的目標往往被置於集體的目標之上，參與者也往往是隨性而來，率性而去。有些示威

遊行者甚至中途饑餓就跑到路邊就餐去了，完全把行動拋之腦後，餐後也不再繼續參加行動，這也造

成了被動員對象群體的不穩定性。不同機構在統計參與行動人數時往往有較大衝突，除了其他原因，

與這個情況也不無關係。 
概括來說，傳統的青年政治參與因為科層化的體制，往往具有明確和一致的目標。新媒體環境下

的青年政治參與主體更加平等，利益更加多元。同一群組或行動的參與者目標可能不同，同一參與者

在不同的群組或行動中目標亦可能不同，這都決定了其目標的複雜性。 
 
(三) 過程的互動性：既是主體也是客體的參與過程 
互動是網絡新媒體最核心的特徵。數位化研究的先驅尼葛洛龐帝在其《數位化生存》一書中就明

確指出：“多媒體在本質上是互動的媒體”。14 新媒體環境下香港青年的政治參與過程也表現出極

強的互動性特徵，並貫穿在其政治參與的各種形式和環節中。 
在投票選舉中，一些青年候選人不僅利用新媒體發起政治眾籌，亦積極利用新媒體平台發佈其理

念和觀點，及時與市民互動，並按市民的回應及時調整和優化政綱或選舉策略。以上文提到的朱凱迪

為例，在聲稱因人身安全被迫棄選的周永勤宣佈退選的當晚，朱凱迪立即通過 Facebook 直播和粉絲

互動，間接回應自身面臨的人身安全問題，引發大量關注，粉絲數量劇增，為其最後高票當選奠定了

一定的基礎。網絡政治惡搞在一定程度上本身就是佔有社會資源較少的青年為了回應相關的嚴肅議題

的一種互動式表達。一些惡搞歌曲和短視頻的創作者為了因應粉絲的要求，有時則會對這些惡搞歌曲

和視頻進行再創作，以引起更多的情感共鳴。網絡政治群組更是有效的互動和交流平台。群組成員通

過群組發表和交流意見，對相關議題進行持續追蹤和深入討論。網絡政治動員中，不僅是發起者參與

行動發出號召，身在現場的人亦將運動現場狀況通過網絡新媒體進行直播，動員更多人的參與。即使

身處外地也可以通過新媒體圍觀、轉發、分享，擴大行動影響力。2014 年非法“佔中”期間，不少

身處外地的香港青年就是通過這樣的方式參與到運動中去的。 
概括而言，傳統的青年政治參與往往是自上而下的單向的，呈現出較強的被動性。新媒體環境下

青年政治參與過程則呈現出雙向的互動性特徵。參與過程中，青年既是主體也是客體，青年不僅可以

是信息的消費者，亦可以是信息的生產者和傳播者；青年不僅可以是網絡政治動員的對象，也同時可

以是網絡政治動員的發起者和組織者。這是新媒體環境下香港青年政治參與的又一突出特徵。 
 
(四) 表達的情緒性：情緒連結下的青年政治表達 
新媒體環境下香港青年政治參與的另一突出特徵是注重和強調情緒的連結而非理性的論述。包括

網絡政治惡搞、網絡政治群組和網絡政治動員等政治參與形式中的表達往往都帶有強烈的情緒性，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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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一種情緒的渲染，而非理性的論述和爭辯。把人們聯繫在一起的往往是一種共同的情感體驗，而

非共同的理念和訴求。 
網絡政治惡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佔有社會資源較少的青年在無力改變現狀的情況下的情緒宣

洩，其最終能夠產生影響也有賴於觸發大眾的情感共鳴。例如前面提到的惡搞歌曲《窮飛龍》，主要

是對置業難和收入低的不滿情緒的表達，而關於怎麼理性地解決問題並非其主要關切點。研究表明，

全面性的議題轉帖到相關網絡政治群組中後往往變成了片面性的話題，群組成員討論時往往攻其一點

不及其餘，不少群組內部討論的用詞也傾向激動、非正式甚至帶有挑釁的意味。在此情境下，情緒成

為主導議題的主要變數，理性討論往往難以進行下去。網絡政治動員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情緒的動

員。例如非法“佔中”一開始時，現場人數不多，事件升級的轉捩點出現在“警察打人了、警察要開

槍了”式的表達在 Facebook 等社交媒體上滿天飛後。儘管在很大程度上是謠言，但在這種情緒的帶

動下，一時間現場人數迅速增加，事件隨之擴大。概言之，以往的精英式政治表達更加注重理性思辨。

新媒體環境下的青年政治表達情緒性則更強，情緒對事件的影響力甚至超越了事實。 
 
 

五、新媒體環境對香港青年政治參與的影響 
 
新媒體環境不僅豐富了香港青年政治參與的形式，形塑了其新的時代特徵，而且對香港青年政治

參與的內在邏輯乃至香港政治生態的深層結構產生了深刻影響。這主要表現在：第一，新媒體成為香

港青年獲取政治信息和意見交流的主要平台，強化了群體極化和“沉默的螺旋”效應，深刻影響了香

港青年的政治認知模式。第二，新媒體再造了香港青年個體的行動和組織能力，打破了先前由政團組

織或政治機構壟斷的政治動員模式。第三，新媒體的興起使得香港青年政治參與的影響力跨越地域範

圍，產生了全球性影響，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香港青年政治參與中的傳播模式。 
 
(一) 沉默的螺旋與群體極化：新媒體對香港青年政治認知模式的影響  
新媒體在香港的興起，一方面拓寬了香港青年政治參與的途徑，讓更多的青年人有機會參與政

治；另一方面，從政治認知的角度講，也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其偏見，加劇了其既有的政治傾向。如

前所述，網絡新聞媒體和社交媒體等新媒體正在逐步取代傳統媒體，成為香港青年獲取政治信息最主

要的來源。多項實證研究表明，新媒體環境強化了沉默的螺旋與群體極化效應。 
這兩種效應是傳播學的經典理論。簡言之，沉默的螺旋效應指群體壓力壓制了持少數意見者發表

意見。當網民發覺自己的意見屬於“少數”或處於“劣勢”時，可能會為了防止孤立而保持沉默。群

體極化效應則是指觀點相近的網民一開始就有某種偏向，通過網絡上的相互影響，在群體的壓力下產

生從眾心理，主觀傾向繼續偏移，失去了對信息的理智分析和判斷，最終群體性地形成極端觀點。 
香港的網絡新聞媒體和社交媒體尤其強化了這兩種效應。一方面，近年來新興起的網絡新聞媒體

大多政治立場鮮明，傳統媒體所奉為圭臬的客觀公正全面平衡等新聞專業主義特質在一定程度上被削

弱。人們出於本能更願意看那些與自身觀點一致的媒體消息，網絡新聞媒體實際上助長了這種可能

性。另一方面，以 Facebook 為代表的社交媒體的關注內容主要源於使用者個體的主動關注和社交媒

體平台的演算法推薦。一般來說，使用者關注的對象都是和其立場和價值觀相近的使用者和內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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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的好友的觀點多數都與其一致；演算法推薦則是收集使用者的狀態更新，包括其轉發的新聞以及

點讚和評論等，並將這些資料轉化為相應的分數，由這個分數決定一條信息能否成為向該使用者推送

的熱門新聞。這也意味着香港青年在社交媒體上接觸到的信息大多也是和自身觀點一致的。 
兩者疊加實際上形成了一種馬太效應，讓不少香港青年的視野在不經意中更加偏狹和極化，尤其

是一些激進本土青年接觸的只是個別激進網絡媒體和社交媒體專頁的言論，對傳統媒體或官方信息不

聽不看不信，其思想難免會變得更為偏激，並進而反映在其行動中。研究已經表明，以社交媒體作為

獲得公共事務信息的最主要來源的青年，更傾向於對香港特區政府持負面評價，對社會運動則多持正

面態度。 
 
(二) 再造個體行動的能力：新媒體對香港青年政治動員模式的影響 
傳統的青年政治參與在一定意義上是一種精英式的政治參與，大多數青年個體無法在實質上參與

其中。新媒體環境則打破了先前由政團組織或政治機構壟斷的政治參與局面，現實社會中缺乏組織連

接、日趨原子化的青年個體得以再組織化，有了切身參與的機會，這在一定程度上再造了青年個體行

動的能力。近年來激進本土青年勢力在香港的崛起，與此不無關係。一方面，他們借助新媒體平台發

起眾籌，擴大知名度，爭取急於求變的青年選民的選票，以進入立法會等體制內機構，試圖實現制度

化政治參與；另一方面，他們則借助新媒體平台呼籲支持者發起遊行、佔領行動，進行非制度化政治

參與。 
就投票選舉等制度化政治參與而言，新媒體已經成為選舉競爭的重要領域。激進本土青年多數是

新媒體星球的原住民，對新媒體的運用極為純熟。香港第六屆立法會選舉中，7 名本土激進青年的當

選，應該說與其新媒體動員策略的應用得當有很大關係。儘管因在宣誓中褻瀆基本法，這些激進青年

多數已經被相繼褫奪議員資格，但其在選舉中所運用的新媒體動員策略不能不引起重視。就遊行、佔

領等非制度化參與而言，以往的行動不但需要嚴密的組織，且需要具有個體魅力的領袖的帶領。新媒

體環境下，這些都不再是必須。建立一個網絡群組或專頁，在 Facebook 上發起號召，就可能發起一

場影響全港的遊行乃至“佔領”運動。2014 年非法“佔中”、2016 年旺角暴亂，Facebook 等社交媒

體都在動員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譬如非法“佔中”發起日當天下午，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通過

其 Facebook 專頁發佈集會通知，兩個小時學校圖書館就集聚了過千名學生。 
 
(三) 跨越時空的全球性影響力：新媒體對香港青年政治傳播模式的影響 
以往青年政治參與的影響力往往局限於香港一地範圍內，新媒體環境則把這種影響力帶到了全球

範圍內。一方面，新媒體內容的傳播沒有地域限制，其傳播範圍在理論意義上可以到達世界範圍內的

任何一個角落；另一方面，全球範圍內的人都可以通過新媒體平台參與進來，所謂圍觀就是力量、轉

發就是支持，這在很大程度上挑戰了傳統的政治傳播模式。 
內容傳播跨越時空是新媒體自身的特性，以往研究也進行了深入論述，這裏不再贅言。全球範圍

內的人可以通過新媒體參與進來則值得一提。事實上，在一定意義上，使得議題和行動真正得以發酵

和在新媒體上形成裂變式傳播的正是這些“鍵盤戰士”的參與，他們雖然不在現場親身參與，卻通過

新媒體平台持續轉發、評論，對話題討論的深入、行動的持續維繫發揮了關鍵作用。2012 年“反國教”

運動真正開始發酵正是緣起於“中國模式”教學手冊內容在網絡上被廣泛傳播並惡搞之後。在新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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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中成長起來的這一代香港青年是典型的“互聯網行動主義者”15，他們更熱衷於社會運動並且在

社會運動中更積極、更有創意地使用和生產新媒體。16 這種新型的政治傳播模式，也是新媒體環境對

香港青年政治參與帶來的又一突出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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